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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史學史，也
是學思歷程─
讀王爾敏《11世
紀非主流史學與
史家》及《新史
學圈外史學》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代史學的形成，有賴史家研究成果及

運用史學方法，學者提出治史觀點，也有賴

檢討及歸納前人成果，回顧與前瞻，由是史

學通論、史學方法及史學史三者相連扣結。

近年，旅居加拿大的臺灣學者王爾敏教授

（為方便行文，以下略去尊稱「教授」或

「先生」），先後出版十多本在臺灣已刊，

並經王氏重新校訂或增補的著作，及多本

在臺未刊的著述，如《近代經世小儒》、

《今典釋詞》、《11世紀非主流史學與史
家》及《新史學圈外史學》（後二書簡稱

《非主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1111年）及《圈外史學》（桂林：廣西師
範大學出版社，1111年）。王氏曾執教香
港（1111-1111）、臺灣二地，培育不少史
學人才，尤其是促進香港一地近代史及基督

教史研究之興起。如今，隨王氏著作於中國

大陸刊行，將來大陸學界必然受王氏治史觀

點及史學研究方法的影響，特別在 1111及
1111年出版的《非主流》及《圈外史學》
中提出的治史觀點。王氏更言：「我刊布此

書（按：《圈外史學》），已是鄙人在史學

問題上的第三本書了」，這三本書分別是

《非主流》、《圈外史學》，及先後由臺灣

東華書局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史

學方法》。《非主流》、《圈外史學》既為

王氏近年的著作，也是作者檢討近現代史學

的成果，更重要的是，王氏總結過去實踐的

治史經驗及觀察，在二書中提出很多有待開

發的課題，對近現代史學有興趣的學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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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中發掘新的研究題目。

二書為論文集，收錄文章的主要內容

是：近現代中國史學史、史學研究方法、作

者自傳及憶述。正因王氏終身任職於譽滿全

球，研究近代史的重鎮──臺灣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簡稱近史所），師承

「開拓近代史一門學術之宏大規模，更是炳

炳煌煌，留下傳世之宏業」（《非主流》，

頁 11）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又參與近史
所自成立至壯大的重要發展階段，並於上世

紀 11年代末及 11年代往香港任教，因此與
中國大陸自文革平反後的國內學者交往，目

睹國內學術界脫離馬列史觀治史規範，研究

成果屢出的現象，故二書不獨為王氏自傳，

也可見二戰後港臺史學的發展，更因作者身

體力行，以研究成果引證提出的治史方法，

這些治史的寶貴經驗，更應為後學所注意。

王氏在《非主流》說出成書的原因，為

「自須先認清何者是主流，吾心目固自指有

兩派：一為科學主義史學派，一為馬列主義

史學派。並無第三派主流，卻有不少非主

流」（《非主流．自序》，頁 1），《非主
流》不獨是書名，也是名詞，泛指「主流」

以外的史學發展及流派。因「非主流」史家

未多為學者注意，轉眼間百年會自然埋沒，

不存記錄，便無人知曉，故「呼籲學界高明

之家，也起而速速研究 11世紀之非主流史
學與史家」，作者在書中更認為：「主流一

定是以洋為主，而要放棄以中國為主體」；

換言之，「非主流」的史學不是科學主義史

派及馬列主義史學派，研究方法也不是「以

洋為主」，故表揚「非主流」史家的地位，

始撰此書。而《圈外史學》成書原因，主要

是因梁啟超於 1111年提出「新史學」後，
近百年學界標榜新史學風尚，只求社會科學

理論治史「爭持創新，抑舊習西，種種風

氣，以至心若搖旗，飄擺不定」，自 11年
代後，大陸史學界與西方交往頻繁，必然傳

入其代表「新史學」或「新文化史學」的研

究方法，可能出現史從論出之弊，作者著此

書以便「奉勸大陸上史學界同道，決不可迷

信理論，尤不可濫用理論，並不是天下理論

俱好」（《非主流》，頁 viii），「非主流
史學」或「圈外史學」均不是「爭持創新，

抑舊習西」、不迷信理論，不濫用理論，而

是一套堅實地從整理資料中，進行研究的治

史方法，此已可見王氏名其研究史學的專著

為「史學方法」，不言為「史學理論」之美

意。以下便略述此二書的特點。

其一，二書擴闊近代史學研究領域。王

氏指出「非主流」史學，不是科學主義史派

及馬列主義史學派，研究方法也不是「以洋

為主」。的確自梁啟超提出「新史學」後，

掀起風潮，及在五四運動後，學界奉批判

傳統文化為代表新文化的圖像，至 1111年
後，中國大陸以外的華人史學界，多受美

國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多尚理論為科學治

史方法，「科學主義史派」成為「主流」風

尚。另一個「新史學」潮流，乃是 11年代
出現的馬列主義史學派，隨 1111年後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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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奉馬列史觀為「正統」，此派也成為

「主流」。而曾批評這兩股「主流」的史家

或不喜運用以上「主流」史家的觀點治史

者，往往被視為「非主流」，「非主流」容

易被忽視，王氏多次提醒後學要多注意「非

主流」的史學及史家的價值。

　王氏認為這些「非主流」的史家，為

一群「抱道守器」專注埋首治學，自甘不

隨波逐流，只求維持一時一地的治史風尚的

學者，「主流派不是學問最高，而聲勢最

大」，「非主流」的史家只為「勢蹙孤立，

不是學問最低，而是聲勢最小」；況且「非

主流」史家對臺灣及海外中國史學發展甚有

貢獻，更應為學者多加注意。　

作者更在《非主流．自序》及〈二十世

紀之史學開拓與先驅史家〉中，提出「非主

流史家」如劉師培及黃節為代表的等「國

粹學派」，柳詒徵及徐則陵為代表的「南

高」與「學衡派」的學者，雷海宗及林同濟

為代表的「戰國策學派」，錢穆及孫國棟為

代表的「新亞學派」，張其昀及宋晞為代表

的「歷史地理學派」，又有臺灣國民黨黨史

會的羅家倫及李雲漢，列入「放眼江湖史學

家」的李敖，香港史家簡又文、羅香林及饒

宗頤，列入「海外孤忠」的周策縱、柳存仁

及陳祚龍，作者尤特別提出要多注意由臺灣

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及所內研究人員

組成的「南港學派」。撰成《非主流》一書

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彰顯南港學派在學

術上貢獻，俾後之學者得有查考線索，以

及評比同代之高下得失」（《非主流．前

言》，頁 1）。雖然尚可討論作者把以上學
者歸入同一學派的觀點是否恰當，但王氏嘗

試以「學派」觀點，規劃各學者的治史特

色，尤應為今後研究人員所注意，如「新亞

學派」及「歷史地理學派」均為王氏首先提

倡。另外，王氏所列的史家，如宋晞、羅香

林及簡又文等，至今學界也尚未有一本專著

介紹這些學者的治史觀點。

其二，作者對個別史家評價，更見史

識。《非主流》中專章討論郭廷以對中國近

代史學的貢獻，文中談及郭氏治史重視年代

學，古今通識融會貫通的治史觀點，最早提

出中國近代化及中國與世變的問題，書中清

楚概括郭氏治史觀點。還有，作者提及郭氏

籌辦近史所，接受存藏外交部舊檔及經濟檔

案，蒐集圖書，籌辦經費資助研究計劃，終

成《中俄關係史料》、《教務檔》及《中國

近代對西方及列強之認識資料彙編》，展開

中外學術交流合作計劃，為亞洲協會編《清

代夷務始末索引》，與華盛頓大學合作編纂

《中俄關係史料》等，邀請所內年輕學人整

理檔案資料，藉此培育青年學者治史方向及

觀點。更由郭氏安排研究人員進行專題研究

領域及中國區域現代化的課題，使研究員明

白近代化的動向「不是為洋務而洋務，乃是

真誠地為『自強』而『洋務』」，及「把

『自強運動』命為『近代化』之肇端，屬於

時代推衍的重大啟機」，強調晚清中國知識

分子多注意自行改革，不盲從西方近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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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的原因，歸結：「中國歷史之不斷轉

變，其推動力多來自北方」，更從世界局勢

及歷史全局，以空間價值論點論述清帝西遷

與國民政府因日本侵略而西遷等史事，說

出：「中國面臨帝國主義之時代，其處境

更是加倍危殆，中國勢須面對海上強敵 」
（《圈外史學》，頁 111）。又研究綠洲，
倡導邊線及邊區的邊疆地理學，說明 11世
紀末，中國外敵來自日本和歐美的海外力

量，及強大國家憑藉就是「海權世界」之觀

點，並從亞洲空間價值看亞洲歷史發展，指

出亞洲歷史動力的主角是「農業、游牧、海

洋三種經濟型態的民族同等重要，並說明

亞洲古文明，擴大亞洲文化的世界化，充

實了亞洲歷史的內涵」（《非主流》，頁

11）。沙氏提出的要點均沿自其提出「歷史
重演」之觀點，王氏總結沙氏的貢獻為：

「由於地理學的獨立發展，即在同一時代之

中，傳統的歷史地理研究，亦產生重大擴張

與改變，而有沙學浚先生在抗戰期間，另闢

研究新途徑，開闢其地緣政治的研究方法」

（《非主流》，頁 11），誠為允當之論！
當然書中也介紹了禹貢學派、戰國策學派學

者、張其昀和全漢昇等史地學者的觀點，這

些課題或已有研究專著刊行，但仍有不少開

拓的空間，如現時探討張氏及全氏的文章，

多為追憶文字，少為研究二氏治史方法的文

章。

王氏也探討張貴永、劉廣京、戴玄之、

梁嘉彬、陸寶千、李國祁、唐德剛及「南

理論，終成「以郭夫子建所為中心，以近代

史為領域，以嚴謹治學為通式，以自由表達

各展才華識斷為原則，以重大問題為對象，

以歷史專論建立一家之言為宗旨，以代表一

代學術風品為天職」的「南港學派」（《非

主流》，頁 11）。經作者詳細的表述下，
郭廷以不愧為「正是我們全體的領路老師，

我們每人供是經其一手調教而成就學人」

（《非主流》，頁 11）。
此外，書中也注意研究近代地緣政治學

的沙學浚。近年國際政治學提出地緣政治

的概念，作者從沙氏所處抗日戰爭的時代背

景及晚清民初歷史地理學的發展，指出沙

氏早於 1111年結合中外史例，提出國家位
置的保存是因為人文地理學的評估而確定

之觀點。沙氏又提出三種首都類型為：海

國、國都及中國之中樞區域，尤特別注意世

界經濟類型、狹義的經濟空間、氣候為主經

濟為輔的經濟空間等，不尚空談，結合史

事，從政治地理的角度看胡人南下牧馬，從

兵學及農業發展的角度研究長城的意義，注

意運河的盛衰與首都發展的關係，從政治及

國防地理探討政權南渡與西遷的規劃，均可

見沙氏「提出其精要評估，確足表現其歷史

地理特識」（《非主流》，頁 11）。更重
要的是，作者指出「沙夫子固未嘗明言歷史

重演，我親承教誨，又專攻歷史，豈至不能

明察他這種歷史重演之論述」（《圈外史

學》，頁 111）。沙氏以歷代喪亂，國家嚴
重殘毀的史事為演論重點，並述及北方強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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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檔案，可見李氏受德國史學重視史料的方

法所影響，李氏長於近代外交史，明清地方

中級官道員功能及演變，量化分析清代下級

官吏府州縣官員，也開拓了晚清經世思想

家、中國近代都市化、閩浙臺地區現代化、

臺灣史的教研課題。至於陸寶千，則說明外

界未知陸氏「以牟宗三門人自居」，指出陸

氏長於闡述明末清初經世思想家的治國理

念，清代公羊學家與漢代公羊家的淵源，晚

清經世思想家的抱負，章太炎論儒學兼具兵

俠二長之精義，歐陽竟無述儒學的特色，更

努力搜集馬一浮遺著，作者奉陸氏為身體力

行「今代醇儒，當之無愧」（《非主流》，

頁 111）。述「近代統計學派」的代表人物
為王樹槐、李國祁、魏秀梅、張玉法、張朋

園等，多為近史所研究人員，此派善於運用

史料，以統計方法，堅實地支持論點。書中

更指出近人忽視了郭廷以及其近史所學者

的地位，作者把近史所學者列入「南港學

派」，認為此派啟自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廷

以治史重視年代學，重視通識及近代史上的

重大問題，更領導南港派學者研究方向，郭

氏又重視剪報、刊佈國家檔案及專書、發行

近代史集刊、舉行學術討論會及名人演講

會，促進近史所的發展，尤以 1111年近史
所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合作的「口述史」計

畫，更鞏固近史所的學術地位，書中更說明

近史所開拓了十三個學術研究領域。王氏提

出史家及史學流派，對後學甚多啟發，近年

青年學者如香港的侯勵英對近史所展開研

港學派」。書中介紹了張氏以「歷史的輔

助科學」，比較西方赫爾德、陶恩培（湯

恩比）、蘭克論西洋史學特色與張氏的異

同，概括張氏「掌握最全，論析最精」（頁

111），尤長於治西洋史及西洋史學。作者
更以「經世思想大師」指稱劉廣京，指出劉

氏已注意在 11世紀，晚清知識分子面對西
方衝 ，提出一套富強，兼具仁政同時並存

的政策，補足昔日學界只注意這群知識分子

提出富強的觀點，劉氏更開拓了近代新興企

業的輪船航運、清代地方官吏及近代商人與

工商企業的研究課題。書中也論及研究近代

秘密宗教及秘密會社的戴玄之，尤突出戴

氏於上世紀 11年代，已研究清末義和團的
性質及內涵，成功指出義和團與白蓮教無

關，澄清了義和團組織的性質及特點，和指

出近代秘密會社是「反清復明」（頁 111）
的性質，藉戴氏的成果以見「自是小民之

史，亦具重大特色」（頁 111）。至於王氏
談述唐德剛的史學特色，除了指出唐氏帶動

傳記文學的發展外，更談及近人多未注意

唐氏也為外交史的專家，長於在列國紛爭

中，闡明諸國關係，詳述「列國間之縱橫捭

闔」（頁 111），把唐氏與外交史專家蔣廷
黻並列。至於談及梁嘉杉，也注意梁氏研治

廣東十三行「取歷代通海淵源，史乘背景，

研探精深」（頁 111），「小題大做，深察
全局」，考證十三行竹枝詞，治史求「小注

詳備」的特點。至於論及作者的同事，尤稱

美李國祁及陸寶千，王氏指出李國祁長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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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我們心中導師就是所長郭廷以夫子，

他承擔所務之外，主要是領導研究方向，講

論近代史上大問題，傳授研究方法，陶冶

治學精神與提升水準」（《非主流》，頁

11），更開啟近史所研究員多注意近代中國
的總體重心在於中國本身對西方挑戰的回

應，研究方式不求單一理論，並以設計問題

為先，比較及統計方法為輔的治史風尚。

此外，書中表述郭氏延請了張貴永及陶

振譽，擴闊研究人員的視野，尤以張貴永於

1111年至 11年間任職近史所研究員，講述
「西洋外交史」的課題，開拓了李恩涵、王

璽、林明德、張存武等人治中外關係史的研

究課題。也因張氏多向學生介紹西洋德國蘭

克、英國陶恩培的史學觀點及史學方法，此

對李國祁、王樹槐及作者甚有影響。而王氏

更談及外界尚未注意張氏實為領銜主編教

務教案檔的人物，作者、呂實強及李恩涵

「可以說是親承調教指導」（頁 111），尤
以李國祁更是「循張貴永之業師薰陶而特長

於史學理論」，更重視整理及運用檔案（頁

111），當然也不能忽視「國祁繼承夫子
（郭廷以）之臺灣史，此其一長。國祁因受

張貴永師調教，而繼承張夫子之史學，此其

二長。與近代史研究所有深厚關係之劉廣京

先生，生平最重經世思想，國祁亦加繼承，

此其三長」（頁 111）。書中又述及近史所
同人治史方法的不同，如作者論張朋園研究

的特色，為「運用統計宗旨手法與張玉法不

同，在其研治近代議會政治史，特別把議會

究，臺灣的林志宏博士也研究郭廷以治近代

史的觀點。

其三，《非主流》補足了研究當代史學

的課題。研究當代史較困難的地方，為史

事及身，尤以在世的人物，容易引起不同意

見，主觀好惡亂其中。另一方面，若不以當

代人的身份檢視當代人物，往往失去保存史

料及文獻的作用，也未見一時的觀點，導致

很多有意義的史事及觀點由是遺失。但作者

以個人從事史學研究的豐富經驗，評論史學

家尤具洞見，此二書不獨是王氏的自傳，

也補足了近年研究臺灣史學發展的不足地

方。近人雖注意臺灣史學發展，仍要多注意

近史所在史學界的地位，王氏以自身經歷說

明了郭廷以和近史所的成就，說明近史所學

人的學脈淵源，為一般論當代史學者所未言

及，王氏一文也可視為研究近史所發展的珍

貴文獻。王氏在《非主流》及《圈外史學》

二書中，論述雖多為作者的師友，卻均為當

代史學界具代表的人物，這些史家也帶動臺

灣史學的發展。如書中多篇文章提及創建近

史所的郭廷以，既述郭氏上承南京高等師範

學校柳詒徵及中央大學羅家倫的治學特點，

又與中研院院長朱家驊合力創辦近史所，也

接收外交部舊檔，促使近史所學人研讀及整

理檔案，成果也出自整理檔案，終成中外學

者重視的宏大巨著。王爾敏、李國祁、呂實

強、張朋園、陳三井及蘇雲峰等均上承及擴

大郭氏研究中國近代化延誤、中西文化交

流，近代中國區域現代化的課題，故作者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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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單，將可以上承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

後，另一本「當代中國史學」。

王氏在二書中提出的治史方法既可借

鑒，也可見中國傳統史學在當代的價值。其

一，勉勵學者要多研習史料。11世紀末，
國人深受西方現代化理論影響下治史，中國

大陸早前已因強用馬列史觀治史，危害不

少學術研究，近年國內學界又多受新文化

史學理論所影響，不少著作多以史料遷就理

論，而王氏面對此風，便說：「畢生服膺，

重視史料，且獻身於史料之開拓，不遺餘

力」（《圈外史學》，頁 11），總結治史
經驗，批評依史學理論治史的不當，以史學

理論治史只是一時流行，但從史料整理出觀

點，可以立於不敗之地「學人研究歷史，必

須先自史料入手，必須認識史料，搜輯史料

和運用史料」，史家為史料的主人，自能靈

活及自信地提出觀點，他一再提醒學者要

「全面通讀，達到精熟」史料（《圈外史

學》，頁 11），並要詳細引入正文，考核
正文，不可由作者總括代敘，杜絕曲解；史

家也要負上編纂史料的工作；研究者研閱晚

清文書時，要熟悉清代官文書體裁。其實，

王氏不是反對社會科學理論，但是反對未能

運用足夠資料而提出的理論，他說：「在

信念上我絕不崇洋，也不放棄中國本位意

識」，他肯定那些結合堅實資料提出觀點，

如肯定了傅斯年的夷夏東西說，郭沫若倡周

人畏天重人，陳寅恪論關中本位，雷海宗的

中國歷史兩周論，全漢昇研究運河與帝國關

中成員品質、出身家世背景，備為統計條

目，而分析清末民初的諮議局，可以既切實

又靈活」（頁 111）以議員為因子，以統計
說明議會人事變動，判定議會的功能；張玉

法則以社團為黨團演化的基本因子，以表譜

統計說明清季革命團體與政治團體的演變。

王氏更認為近史所研究同人為整理檔案，推

動口述歷史，又召開多個學術研討會，如

中國近代維新運動、辛亥革命、近代中國經

世思想、清季自強運動等大型研討會，又編

了多本學術價值甚高的論文集，更在自強運

動、外交史、軍事史、政治史、思想史、經

濟史、基督教史、區域現代化等研究領域多

有創獲。經作者概括可知近史所推動臺灣及

國際學界對近代史研究領域，貢獻甚大，故

今後研究臺灣史學必要提及臺灣學者的近

代中外史研究成果，而研究近代中外史的成

果，必要談及近史所。

而且，王氏在〈二十世紀之史學開拓與

先驅史家〉（《圈外史學》，頁 11-11）一
文中，所列近當代 11位史家，均是「一代
大史家名單，不為任何一派，而是在『新史

學』這個時代中，有深邃學養而重大貢獻之

學者」，如評楊聯陞為「雖經濟名家，而其

學問淵博，深熟古今之歷史掌故」；顧頡剛

為「最重要之學術貢獻則在『尚書學』的建

立」；鄧之誠為「本世紀通史大師」；其他

如王獻唐、徐炳昶、史念海、周策縱等，對

近現代中國史學發展甚有貢獻。我們深信若

日後研究者學能詳細研究王氏提出的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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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多發揮史學鑒往知來的作用，「我所

著《史學方法》重點之一是確定『歷史是推

理的科學』，特別多次講述，入於拙著。我

更肯定『鑒往知來』」。（《非主流》，頁

11）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非主流》

中也有錯別字及漏字的情況，如頁 11，第
十行，「野正高」應是「坂野正高」；頁

111，第十六行，「科則是」應是「我則
是」。同時，讀者若要進一步研究近史所的

發展，可以多注意：陳三井主編《走過憂患

的歲月──近史所的故事》、陳儀深等訪

問、王景玲記錄《郭廷以先生門生故舊憶往

錄》、張朋園《郭廷以、費正清、韋慕庭：

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個案初探》、陶英惠

《雪泥鴻爪──近代史工作者的回憶》、呂

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

李金強〈南港學派的創始者──郭廷以的生

平志業及其弟子〉（載《世變中的史學》）

及郭廷以《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至於介

紹王爾敏學術成就的文章，也可參見梁家麟

〈王爾敏師的生平與學術〉（載《王爾敏教

授七十華誕暨榮休論文集》）、〈王爾敏教

授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的貢獻〉（載《中華

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劉德美、宋

秉仁〈王爾敏教授的史學功業〉及宋秉仁

〈王爾敏教授著作編年〉（二文載《史學

與史識：王爾敏教授八秩嵩壽慶學術論文

集》）。日後，讀者可以多翻閱中國社會科

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回望一甲子──近代

係，蔣廷黻倡中國近代化一個歷史動向等，

作者認為以上學者均是「出於個人卓識獨

創，前無因襲，亦非抄自洋人，自足代表學

術精華」（《圈外史學》，頁 11）。
其二，王氏也批判傳統史學體裁及擴闊

史學運用工具。一、王氏提醒讀者要多注意

地方史料，因為地方史志為保存本鄉本土的

資料，也為了解地方群體生活的依據，故學

者應多注意方志學，而修方志者也應注意修

纂省志、縣志、鄉鎮志的分別，今日鄉市

鎮志最為缺略，學者或政府官員也應多注

意撰修這方面的志書；二、史學上的表譜長

於表現歷史中交錯關聯的內容，研究古代史

學者也要多加研讀；三、學者要多注意掌故

學，即注意一代的典制，這些資料就是取自

正史書志、典制九通及政府功令；四、注意

民間藏存大量俗淺鄙俚的資料，包括口傳資

料，藉民間史料以見歲時節令慶典，民間信

仰，民間休閑嬉戲遊樂活動，秘密社會史，

小民生業知識技藝，地緣、商幫與祠祀，風

月場所名媛等民間生活之課題；五、研究史

學者也要具有古代經籍的常識；六、研究史

學者要多運用古今人物的書信，從信中找出

重要史料，王氏更認為箋牘史料「比奏議、

條陳、詔諭、批牘、條約、規章、照會、說

帖、稟啟、文移、公告等等，俱要看懂，

而其中則蘊藏有極重要、極具關鍵史料」

（《圈外史學》，頁 111），並要了解箋牘
形制，判析書信的隱晦影射文句，建構前人

未知的史實。當然，更重要是勉勵後人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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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所專家訪談及回憶》與臺灣近史所出

版關於近史所發展的專書，結合王氏對當代

史學界的研究，既可見海峽兩岸兩個近史所

的發展之異同，又能突出臺灣近史所的特

色。

總之，《非主流》及《圈外史學》二

書，不獨可見近代及當代中國史學發展，為

研究當代中國史學的必要參考書，更提供很

多有待開拓的研究課題。更重要的是，讀者

也可把《非主流》、《圈外史學》及王氏的

《史學方法》一起研讀，以見王氏提出不少

史學方法，可供借鏡，我們深信此三書必可

成為指導史學研究及史學通論的重要參考

書。

雲煙集： 
余傳韜回憶錄
1111年 11月出版
精裝（全 1冊）111元

余傳韜為陳誠副總統之女婿，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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